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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独白到对话：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
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苏婧 刘迪一

摘要

“一带一路”倡议为国内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现实语境。本文通过梳理和

对比该语境下中外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发现两方学者各自独白、未能形成有效对话：

这既体现在研究的内容、时空跨度、研究者背景与学术阵地的表征错位上，也根植于双

方在文明观、全球观等意识形态的本质差异中，更揭示了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学术主体

性缺失的问题。本文提出，未来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告别碎片化、应用型、以“我”为

主的独白模式，拓展历史的深度和视野的疆域，融合跨学科智慧，在呼应“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价值观的基础上关注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形成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特色跨文

化传播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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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Reimagin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 Jing LIU Diyi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context f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reviewing and comparing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his area, it is found 

that scholars from both sides tend to be inward-looking and fail to resonate with each oth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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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logical” thinking is reflected in dimensions such as the research focus, the span of time and 

space, the disciplinary background of researchers and the major fields of publications. Different 

scholarly interests are also rooted in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such as researchers’ epistemological 

views on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civilization. Moreover, it reveals the lack of subjectivity among 

Chinese researchers focusing o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transform from the fragmented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mode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centering on the “self”, to a more enriching way of research that incorporates historical 

contexts, as well as broader and inclusive cultural values across the globe. Building on this, this 

paper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in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researchers, and call for a reflexive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community 

that considers positionality, identity and power dynamics in producing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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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始创以来，跨文化传播作为一种研究视阈，与人文社

科领域的其他学科相互渗透、不断完善，逐渐从应用型研究发展为具有较为规范理

论体系的复合型子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起，跨文化传播研究被引介到我国，传播

学、语言学等方向的学者不断融合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几年间，“一带一路”倡

议作为国家之间的顶层合作协议，由构想阶段逐步发展至务实阶段。事实上，“一

带一路”是文化在时空维度内的延展与交融，无论是其依托的悠久历史基础与文化

互鉴渊源，还是沿线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构成，都为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

新的现实语境，这一倡议彰显出历时性与共时性兼具的研究价值。

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外学界有关跨文化传播的学术研究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中外

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出现了何种错位，并尝试从地缘政治、意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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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学术主体意识等角度分析其原因。为了避免国内学界陷入自说自话或拾人

牙慧的研究误区，本文建议该领域的学者应当推进学术话语的跨文化传播与交流，

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即是在现实关怀的基础上，从时间与空间的维度拓展相关研究的

历史深度与全球视野，同时由表及里、从具体的实用导向型研究向更为整体的、对

价值观意义上的文化与跨文化的研究转型。更重要的是，要识别西方跨文化传播研

究潜在的文明观、全球观和学术思考前提，形成具有学术主体意识的国内跨文化传

播学术共同体和研究范式。“一带一路”新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应尝试超越文

化冲突、文化差异与二元对立的思维桎梏与学术惯性，弥合学科间的鸿沟，将文

明交流互鉴的核心意识贯穿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建构中，呼应“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新世界图景。

一、研究语境：“一带一路”与跨文化传播
“ 一 带 一 路 ” 绝 不 仅 仅 是 经 贸 之 路 ， 在 学 者 彼 得 · 弗 兰 科 潘 （ P e t e r 

Frankopan）的著作《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它是犹太教、基督教、伊

斯兰教等主要宗教兴起与碰撞的场所，是印欧语、汉藏语、突厥语等语言群体相互

淬炼的熔炉，更是文明的交叉点与地球运转的轴心（弗兰科潘，2015/2016：3）。

这条贯穿古今的跨文化通道见证过商旅文化之兴盛，见证过汉与鲜卑、匈奴、回纥

等民族之融合，既有来自西域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等佛教徒为中国带来的佛典（胡

荪予，2018），也有“郑和下西洋”呈现的海路跨民族交往史（Eom，2017）。

早在2006年，加拿大学者基斯·艾奇逊（Keith Acheson）与克里斯托弗·莫勒

（Christopher Maule）就提出中国的古丝绸之路作为同亚非欧各国传统经贸活动的

承载媒介，应当成为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乃至世界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Acheson & 

Maule，2006）。

“一带一路”倡议也恰恰在当今时代展现出其独特的外延价值，即其世界

文化意义。当今的全球化已由资本主义扩张下的“殖民掠夺型全球化”、少数帝

国主义国家利用资本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主导的“霸权主义全球化”发

展为新的共建共享理论下的全球化（史安斌，2018；王之延，2021）。在平等与

合作的新型理念指导下，“一带一路”正是解决与引领新型“全球化”的中国方

案。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全球文化生态格局也发生演变，“一带一路”恰恰

提供了新时代不同文化体系之间多样化、平等化、独立化进行跨文化交流与合作

的平台（方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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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传播作为学科兴起之前，德国的文化人类学学者就提出文化圈

（kulturkreis）的概念（Sylvain, 1996），它区别于北美学者常采用的文化区

（cultural area）视角，在反思后者所观时空范围之狭隘的基础上，注重文化的历史

发展与地域统合。在此思路下，世界大致可被分为西方文化圈（拉丁文化圈）、东

亚文化圈（汉字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南亚文

化圈）和东欧文化圈（斯拉夫文化圈），而将“一带一路”置于这一文化版图中，

可以看到它在地理上基本贯穿了这五大圈层，尤其是突厥文化与波斯文化等伊斯

兰文化占主流的中亚五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直到土耳其这一地带。从古至

今，不同的文化要素在圈层间经历着流动与发展，逐渐交流、重叠与融合。“一带

一路”联结着被“民族-国家”体系阻隔的、由东亚通向亚欧非大陆其他地区的通

道，以此成为独特的跨多种文化的文明体系（李希光，2016）。

因此，从其文化内涵与外延来看，“一带一路”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与互鉴的

范本，是有别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全球化”下诞生的丰厚文化遗产（赵月枝，

2017），其开启的时代语境又为跨文化传播学科思想、理论与路径的重构提供了发

展机遇，使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入了一个更广博而纵深的全球文明场域中。

然而，国内有关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是否凸显了“一带一路”区别于帝国主

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文化价值？抑或是相关研究只是照搬西方学术概念和

学术范式，用“一带一路”的流行概念做“新瓶”，装的依然是老全球化时代学

术研究和文化实践的“旧酒”？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将国内外学界有关“一带

一路”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进行对比，以期对学术界构建中外对话、实现研究转型

提供参考借鉴。

二、各自独白：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错位
（一）缘起于西方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

广义上，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历史颇为悠久，几乎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之初。

而它作为理论概念正式提出，学界普遍认为始于美国文化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

（Edward Hall）写于1959年的著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通过对

跨文化传播的学科知识图谱进行绘制，20世纪70年代中期，跨文化传播从人类学学

科研究体系中正式分离出来，在拓展与深化学科范畴的基础上，形成较规范的跨学

科理论体系（Nwankwo，1979）。有研究者指出现有的国外跨文化传播理论主要包

括两大核心领域，即文化差异研究和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且近年来，学科逐渐完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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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从前者向后者的重心迁移，也相应地由国家/民族层面的宏观视角转向族群/个

体层面的中微观视角（陈辉，陈力丹，2017）。

在围绕文化差异进行的理论建构中，霍尔本人在《超越文化》（Beyond 

Culture）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高低语境理论，即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归纳为间接

的、直觉性的“高情境”（high-context）与直接的、逻辑性的“低情境”（low-

context）两种取向（Hall，1976：91）；在此基础上，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亦从管理学的角度通过实证研究将该理论丰富为包含个人主义/集体主

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等量度的文化维度

（cultural dimensions）理论（Hofstede，1980：11）。跨文化传播能力研究则诉诸

更为多元的方法论，其中较为经典的理论有陈国明（Chen Guo-Ming）和威廉·斯

塔罗斯塔（William J. Starosta）提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三角模式（triangular mode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Chen & Starosta，1996）。而作为跨文化

能力的基础层面，文化休克和跨文化适应也是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如斯韦雷·莱斯

加德（Sverre Lysgaard）提出的U-Curve适应模式就为该领域此后的深入研究带来重

要影响（Lysgaard，1995）。

近年来，西方学者基本延续了跨文化传播定量研究与实证主义的传统，同时

对元理论进行部分调整与更新。如有学者从跨文化翻译实践切入，对西班牙当地公

共事务口译员进行结构性访谈，发现中国移民受高语境的、集体主义文化的东方价

值观影响，习惯通过间接的非言语传播传递更多的隐含信息，这会为译者调解文

化冲突造成困难（Vargas-Urpi，2013）。也有学者发展了斯特拉·婷-图米（Stella 

Ting-Toomey）的面子协调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Ting-Toomey，

2005），认为未来需要进一步发展针对“集体面子”的研究，将其同个人的情感与

行为、文化取向与民族身份等变量联系起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以更有效地解决文

化冲突（Zhu & Bresnahan，2018）。

学者金荣源（Kim Young Yun）亦对其经典的跨文化适应（intercultural 

adaptation）理论（Kim，1991）进行了内在革新，进一步推进了有关文化身份转换

问题的研究。他对著名华裔大提琴家马友友（Yo-Yo Ma）一次丝绸之路沿线的跨

文化之旅的记录作了细致的文本分析，进而提出跨文化传播中人的身份将经历渐进

的、无形的转变，并最终呈现出个体化（individuated）与普遍化（universalized）并

行的导向。他指出，在当前全球化将世界各地联系得更加紧密的背景下，“跨文化

身份”概念的出现是对传统宏观的文化身份理论的挑战与延伸，应当建立起与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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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跨文化人格（intercultural personhood）研究模型（Kim，2008）。

尽管上述研究丰富了全球化时代有关跨文化传播的学术讨论，主流的西方跨文

化传播研究仍着重关注文化背景的差异如何在特定语境下影响人们的交流活动，强

调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与“冲突”（Levine，Park & Kim，2007），而较少关注

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二）“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跨文化传播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起，跨文化传播研究被引介到我国，传播学、语言学等方向的

学者不断融合相关理论与实践。“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以响应国家政策与战略

发展需要作为研究起点，过去几年间研究者的学术热情持续攀升。陈力丹（2015）

首先主张调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的“陌生人理

论”，对跨文化人际层面的传播作深入研究；同时他还指出应注重翻译的作用，提

出应将传播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对沿线国家从属的不同语系进行精细化研究。然

而，尽管后续语言学、公共关系学科的学者积极贡献了学术智慧（沈骑，2015；何

艳萍，2018；晁娜娜，刘韵秋，2017），但这仅是少数能与传播学有效结合讨论的

学科，其他学科与传播学的互动则明显不足。同时，相关研究尚停留在借用既有理

论进行解释的阶段，较少触及内核的调整，也未能跳出西方学界的理论架构。

除去少数对跨文化传播学理层面的讨论，国内学界基本以“我”为中心，同时

以推动文化“走出去”为研究目的进行讨论，“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作国家战略图

景，跨文化传播实践的根本目的服务于国家软实力的建设，这之中孔子学院成为了

典型实践案例（李宝贵，刘家宁，2017）。同时，更多研究重点聚焦在了新媒体时

代的国际传播力的讨论，讨论广电媒体、移动网络终端、VR虚拟现实等传播技术

为“一带一路”传播带来的红利（李宇，2015；李修彤，2018）。此外，“一带一

路”沿线的影片创作（张语洋，周星，2015；梁虹，2017）和短视频的开放式传播

策略（张贻苒，2018）等也都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较多从国家软实力、媒体传播力、文化辐射力几大方面进

行较为具体化、碎片化的应用型研究，同时“跨文化传播”与“国际传播”“对外

传播”“对外文化传播”几种研究取向界限模糊，这暗示的学术惯性是：文化边界

潜意识地被等同于民族国家的边界、跨文化的流动网络被固化为单向的对外文化输

出。国内学术共同体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内涵与外延未能达成共识，部分研究者仍

局限于讲述对外传播的老故事，而这却与“一带一路”本身作为文明交流互鉴载体

的价值相左。叶淑兰（2016）就基于文化层次论的角度提出，我国在跨文化传播过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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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重点推介的文化仅限于书法、武术、剪纸等表层文化（方彩琴，2015；龙堃，

郑林赟，2017），这就难以触及中华文化存在的核心层，文化物质载体的跨文化抵

达并不一定表示文化理念的被认同。

（三）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错位

通过对现阶段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成果进行较为全面的扫描，

本文发现国内学者大多以说话者为导向对中国的文化输出建言献策（庄恩平，陆婷

婷，2016），较少对跨文化传播元理论提出反思与再检验。同时，受国家权力推动

的影响，国内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往往不单纯是一种学术行为，媒介理论有意或

无意地为跨文化传播的工具理性让步，即研究者倾向于以实证化、碎片化的应用研

究模式推进，对跨文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往往聚焦且仅止于茶文化、武术文化

等等形而下的层面，难以触碰到中国的社会规范与核心价值观。同时，从研究者背

景与学术话语分布来看，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界缺少跨学科合作，80%的研究集中在

新闻传播领域，且基本没有出现聚焦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专业期刊的身影，跨文化

传播研究缺乏独立的学术阵地。

相反，国外跨文化传播学者倾向于将“一带一路”放置在政治、外交、军

事等语境中讨论，而其本身的文化内涵与学术外延却并未被跨文化传播学者深入

发掘（Chen，2021）。更多作为学术概念被认可的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silk 

road）的相关研究，这之中既有史学方向的专业文本分析，也有考古学方向的遗

址考证，兼有人类学、医学考古学、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历史学、区域国

别研究等学科的洞见。通过对遗址、手稿等的鉴定考证，自然科学的循证复盘

思路被融合进跨文化传播的讨论中。如贝伦妮斯·贝利纳（Bérénice Bellina）

就通过对中国南海早期城市港口的考古学研究，认为彼时的糅合工艺品（hybrid 

product）碎片证明这些地区融合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手艺人，且人口的广泛融合促

成了历史上的身份建构与文化转移（cultural transfer），这象征着东南亚国家的文

化融合（Bellina，2014）。

从研究的空间跨度上来看，国内研究者整体对“一带一路”缺乏分层意识，

并不注重相关文化圈、文明圈的概念，无论是沿线各国历史上与中国的联系、抑

或今日彰显出的文化特色，在国内的研究中都很少触及。而国外其他学科的学者

则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各文化主体做了较为科学和系统的研究，聚焦文明的十

字路口。亚当·方（Adam Fong）将视角缩小到唐代的岭南地区一带，点明广州

作为该地区中心城市、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辐射节点之一，在历史上是迎接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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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印度洋的海外商客们的重要港口，见证了诸多跨文化实践与交流活动的发

生，是融合了中东、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移民文化的中间场域（middle ground）

（Fong，2014）。杰弗里·里夫斯（Jeffrey Reeves）则通过对中国同中亚各国签订

的有关文化政策协定等的阐释，具体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通过“文化

活动日”等跨文化传播的新活动形式进行文明互鉴、交流融合的可行性和重要意

义（Reeves，2018）。

三、无法对话：从意识形态的差异到学术主体性的缺失
（一）意识形态的深层差异

纵观上述研究中出现的错位表现，需要意识到，研究取向错位的背后是学术界

有关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层面的深层差异。换言之，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其实对

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科背后的文明观、文化交往观念提出了挑战。

追寻前文对跨文化传播脉络的梳理，该学科兴起之始即是霍尔在美国政府对外

服务办公室（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工作期间，为解决二战结束后笼罩美国的学

生潮、移民潮、少数族裔的民族冲突而开启的对文化差异与行为关系的研究。对国

外学界现阶段研究成果的总结发现，西方学术界对古丝绸之路的跨文化历史保持着

相对开放的研究态度，却对新时代的“一带一路”倡议显示出或不感冒或不认同的

两极取向，亦有一部分学者将它的外交意义刻意放大或误读，认为这是中国获取地

区主导权的重要步骤（Praj & Restrepo，2017）。究其原因，是由于西方“跨文化

传播”研究的主流与学术阵地看似去政府化，但其实仍深度服务于欧美国家的国家

利益与意识形态，而这恰恰与“一带一路”所引领的新全球化及其所倡导的“和而

不同”的文明观本质相悖。

换言之，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建立在“冷战”后由欧美国家

主导的霸权主义统治世界的“全球化”“现代化”语境下的（戴晓东，2011），其

基本假设和学术前提是：第一，更重视文化的差异，而不是共同点、共通点，从范

式思想的角度将文化差异静态化、本质主义化；第二，认为文化的差异必然会导致

文化的冲突与文明的冲突，因此必须尽力克服差异、才能避免冲突；第三，所谓的

克服差异，即实现了跨文化的适应，这或适用于少数族裔适应白人文化的过程，或

体现在白人暂时适应少数族裔文化的进程中，但其跨文化适应之目的难逃资本意志

与政治统治的牢笼；第四，文明的等级论是根深蒂固的，跨文化研究中主体与主体

间的关系被降格为“我-它（I-It）”的主客体关系，深化彼此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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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指出，西方学术体系下的跨文化传播将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价值差异两极

化，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后续文化研究的两分法走向（Chen，2009）。该学术话语

体系下，学者往往忽视文化的共通性与内部多样性，缺少对东方文化内部特色与差

异演变的挖掘。但相反的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开启的“新全球化”时代，

从哲学与价值观的高度完成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认识跃升（陈文玲，2017），与文明

冲突和二元对立的思想内核不同的是，我们倡导恢复不同文化之间“主体间性”，

提倡要尽可能保存每个文化主体不同特色的文化核心，主张多元共存而非杂糅甚至

同质。“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新世纪下世界各国与各民族间文明相互冲突的产

物，而是以平等、互惠、共荣、共存为核心的新的跨文化交流模式，即呼唤将跨文

化传播的主体放置在平等的对话位置上，打破殖民者与被殖民者、文化霸权方与文

化劣势方的身份状态；同时相比于对传播效果的研究，也突出了传播仪式的过程本

身，传播的目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鉴”，是发展自身，而不是杂糅或者挪用，更

不是消灭对方。

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受制于先验性的桎梏，中外学者在对“一带一路”和

“跨文化传播”的认识，在对全球化和文明的认识上存在价值上的深层错位。西方

学者或不认同“一带一路”有关文明交流互鉴的观念，认为中国不可能化解与伊斯

兰文明或者“一带一路”沿线各文明间的冲突；或沿袭“文化帝国主义”的思路，

强行为“一带一路”扣上帽子，认为这实质上仍然是类马歇尔计划，所谓“交流互

鉴”不过是包装起了文化先行、再殖民化的实质。

（二）学术主体意识的建立

想要构建起中外学界有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学术对话，其前提与实质

应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平等的学术主体。本文认为现阶段存在两个非常重要的

学术误区：在理念层面，研究者未能确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内涵，将“对

外传播”“国际传播”研究的“老酒”装进“一带一路”研究的“新瓶”，常沿袭

国际传播的前进脉络，以“国际关系”的演变作为“文化关系”演变的生成机理；

而在操作层面，学界存在照搬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倾向，并有着“惟我观”的思维

惯性，过分强调文化的差异，进行强输出性的自我独白，其中部分研究者已然将文

化传播视为发展“一带一路”贸易建设的手段、将文化研究放在贸易的从属地位，

陷入将跨文化传播置入文化工业发展体系的逻辑误区。

因此，新时代与新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起真正的学术主

体性、形成独立自主的学术范式和学术研究共同体，而非在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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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修补补、亦步亦趋，寻求“影子”与“主人”的对话。本文认为，这种学术主体

意识应体现在：

1.问题意识

国内为何要开展“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其研究的突破点和重点是什

么？边界在哪里？已有学者对此作出了洞察，认为这实质是在回答新一轮全球化带

来的群体焦虑下“我们何去何从”的问题（赵永华，刘娟，2018），为此学术界需

要建立起文化认同。但本研究强调的是，学界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和对象不应

当自我窄化，其目标不是在于认同单一的中国文化，而应当是认同中国关于历史与

当代、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你”与“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一系列

关系的中国式解决方案。

2.研究前提

国内学界在开展跨文化传播研究时，并不应将文化差异和克服文化差异作为研

究假设和研究前提，相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相同之处、相通之处更应

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且尤其要探讨这些相同和相通是自发的，还是历史上文明交流

互鉴的产物。以中医为例，它就曾经受到南亚阿育吠陀医学的滋养，国粹、医学中

有许多古印度传统医学的成分，季羡林（1994）就曾专门考据了印度眼科医术和制

糖术（包括糖的药用，比如川贝枇杷膏）传入中国的历程。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并行

的视角讨论文化间性，才契合“一带一路”打造文明交流互鉴式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愿景。凯瑟琳·蒙塔尔巴诺（Kathryn Montalbano）分析了3世纪时欧洲三位

传教士对当时蒙古国的不同文本记载，指出这些经典的历史记录是跨越了政治与教

义界限的极具挑战的跨文化沟通实践。她认为，这些文献中都强调了宗教网络（7

世纪遍及中亚、东亚、东南亚地区的佛教文化和之后东进的伊斯兰文明）作为跨文

化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它们一方面向西方传递了有关蒙古国的信息，另一方面无意

中也为欧洲的精英们提供了窥探东方世界的视角（Montalbano，2015）。

3.研究内容

国内学术界应当明确并阐释好我们对于跨文化传播的理解，即我们如何理解

文化、如何理解不同文明或文化主体之间跨越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的交流。20世纪

末以来，全球化潮流与新媒体发展带来了新型传播生态与文化景致，传统的欧美

中心的假设与逻辑显现出了价值缺陷，一种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研究的潮流兴起，

代表性的有非裔学者莫莱菲·科特·阿桑特（Molefi Kete Asante）倡导的非洲范

式（Asante，2007），以及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提倡的亚洲范式（Mi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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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这些都是去西方化的学理尝试。但若从本文所提出的主体意识维度出发，

再审视这些亚洲模式和非洲模式的研究进路，会发现他们依旧未能建立起新时代跨

文化传播研究的真正主体性。正如部分研究者指出的，无论是现行的欧洲范式、非

洲范式还是亚洲范式，在其世界观本质上都未能跳脱“中心-边缘”式的二元论陷

阱，也未能摆脱主位研究的纷争（史安斌，2018）。从学术范式的角度，“一带一

路”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问题投射了新的现实语境，为跨学科的知识整合提供了拓展

与延伸的可能性（王之延，2021）。本文认为至少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不应当秉承

传播的传递观，即过分在意结果和效果，尤其是将目标锁定为某种文化载体（譬如

武术、茶道、针灸）的单向输出，而应当秉承传播的仪式观，即认同“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不同文化群体间开展对话与交流这一过程本身的价值。

四、何以对话：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故事
在对国内学界的研究主体性进行反思与审视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在与海外

学者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学者建立起有关“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学术对话

的过程中，应着重处理好“我-你”“传统-现代”“本土-全球”“物质交往-精

神交往”几组关系。

（一）“我”与“你”的关系

20世纪德国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用“我”与“你”的

相遇对世界整体进行观照与切入（布伯，1983/1986：17），其思想兼具浪漫主义

精神与浓烈的救世情怀，是对工业社会中“我-它”的异化生存关系作出的诗意反

思（王晓东，刘松，2002）。

“一带一路”的文明价值观正是这对关系在东方智慧与相遇哲学的体现——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且与布伯的致思方式不谋而合的是，“我”和“你”的

对话应当是完整的、相互的、动态的。通过挖掘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宝贵遗产，学界

需要超越西方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主客关系二元对立的认识论基础，讨论与阐明中国

自古以来的跨文化交流中，各种异质文明在与中华文明交往过程中并没有遭遇主体

降格，而是有机地融入到中华文明中，并继续生长发展。

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在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数字媒体新形式不断出现，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媒介形式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融合发展，将会促使不同文化呈

现杂糅（cultural hybridity）的趋势（Couldry & Hepp，2013；Hepp，Hjarvard & 

Lundby，2015）。诚然，“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等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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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为新时期我国发展“一带一路”视阈下的跨文化传播理论范式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史安斌，盛阳，2020）。然而尤其需要警惕的是，“文化杂糅”这一放

置于全球化与后现代语境下的概念是否应被视为跨文化传播的唯一结果？基于对

“文化杂糅”这一概念的知识考古，苏婧（2020）指出，我们需要寻找突破西方

价值观的、体现亚洲文明特色的关于跨文化交融的新的理论叙事，将跨文化传播

的主体放置在相对平等的位置，关注文明交流和发展的过程，摒弃一味强调杂糅

或挪用的结果论。

（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在“我”与“你”对话哲学的指引下，为了建立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我们

性”，在半个世纪前，布伯就开启了与东方的文明对话。有趣的是，他对当代的东

西方文化都充满绝望，却尤其对古老的“东方精神”给予厚望，他认为历史上东方

的智者对西方文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近代以来这种灵魂的沟通与文化的

对话性逐渐被消弭了（刘杰，2000）。

正因如此，“一带一路”背后其实是东西方文化跨越“红海与黑海那片延伸的

土地”而建立起的跨越古今的桥梁，它正是布伯所言复兴与重建“东方精神”以重

塑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核心体现。现代以来，西方主流坚持文明发展的线性史观，即

现代一定是优于传统的，因此所有的传统文化应当被现代文化所替代。然而学界需

要意识到的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很好地处理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保留了传统文

化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凝聚作用，也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机地运行在一起，比如

中医和各种民族风俗。从这个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可以发展弘扬自

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将传统与现代有机融合，既不陷入一切皆为文化帝国主义侵入

的敏感之中，也不全盘接受所谓西方现代性带来的文化产品和新的生活方式。

在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确立之前，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就悄然发生，且其中的

多元主体、多元文化、多元民族是流动变化的。古丝绸之路串联起欧亚大陆，连接

了古代世界上多样的伟大文明，在历史上见证了诸如伊斯兰化和西伯利亚突厥（萨

哈、哈卡斯）蒙古化等多次跨文化融合的实例。考古学的重要理论也显示了这片区

域在历史上存在着种族组织和语言组织的交流融合（Waugh，2010），研究当代跨

文化传播必须要充分认识到这一历史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者需要超越线性

史观的叙事思路，对文明随时间的推演与社会形态进化的认知与想象抱着怀疑的态

度，以串联起传统与现代的后现代主义史观追寻古老的东方文化意涵，才能真正构

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的宏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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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土与全球的关系

与时间维度上的文明进化论相对应，西方现代性框架下的另一盛行思想是空间

维度上的文明传播论。进化论以进步为尺度，在实践中排列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

传播论则以东西方为格局，在空间中对不同国家文明类型进行分类（周宁，2006：

798）。两者的实质依旧遵循着“中心-边缘”的思潮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但

需要认识到，“一带一路”在空间版图上远跨越了这种横亘在东西方之间的想象，

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对话需要重新认识本土与全球的动态关系。

李希光（2016）从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层面提出讲好“一带一路”新文明

故事等于重塑地缘政治与地缘文明圈的观点。“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置于印度洋

国家与中亚国家的新视角下，将陆路思维拉到与流行了几个世纪的海洋思维并驾齐

驱的高度，开始以印度洋和西域为中心重新界定中国与世界的地缘关系。在此视角

之下，“一带一路”人类新文明将是由突厥、阿拉伯、波斯、俄罗斯、印度和汉文

化并存、交流、重叠、融合的文明圈和文化带。

在现有的国外学界“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涌现了波兰、

芬兰、印度尼西亚、伊朗、马拉维共和国等非主流西方国家学者的智慧，他们集中

针对中亚、东南亚、中东等重点地区开展了实证考察和历史回顾，指出这些中间场

域（middle ground）的重要研究价值。有学者就曾指出指出伊朗是古丝绸之路上联

结东西方文明的关键节点，虽然两国在文化和历史上具有诸多渊源，但从民心相通

（people-to-people bonds）的角度看中国与伊朗之间文化交流的现状却并不频繁

（Shariatinia & Azizi，2017）。在这个亚欧非三大洲的文明交融的生态网络中，国内

跨文化传播学者一方面应当拓展视野疆域，对全球空间场与沿线的关键地区（如阿

拉伯海沿岸、南亚地区）作具象、深入的挖掘；另一方面需要捕捉到当前“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学者对跨文化传播的兴趣，在进行实地调研、充分挖掘和利用好这

些特殊地区的精神文化资源的同时，通过与沿线国家学者的对话完成“一带一路”

跨文化传播学术圈的分层建构。

（四）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的关系

现阶段，国内学界跨文化传播研究集中在碎片化、实证性的表层讨论，甚至

出现糅合文化交往与经济建设的战略思维陷阱；而国外学界出于政策研究的目的，

以功利主义的视角对“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进行审视，进而会忽视精神交往的共

通性。事实上，近年来，整个跨文化传播学科研究都呈现出了偏程式化、实证化的

倾向。而本文认为，恰恰是由于目前国内外部分学者都过分看重“一带一路”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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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交往层面的意义，忽略了对精神交往层面的讨论，才导致双方跨文化传播研究

的开展都未能跳出民主社会与民族国家的边界，陷入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由工具理性吞噬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进而加剧冲突与矛盾，失去

了对话的可能（苏婧，2018）。

正是看到了工具理性的盛行对学科研究发展的桎梏，有国内学者联结历史学与

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视角，对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跨文化传播中从形而上到形

而下、再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传播动态进行了全面的审视，鲜明地点出海上丝绸之

路既包含了贸易、战争的等物质交往的层面，亦囊括了宗教、文学、艺术等精神交往

的层面，其中人既是交往的主体、也是交往的媒介（毛章清，郑学檬，2017）。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从古至今，“一带一路”本身就是记录了人类跨文化物质交往与精神

交往的复杂体，对其跨文化传播生态的研究不能自动割裂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

系，更不能陷入精神交往从属于物质交往的逻辑误区。本研究认为，未来的“一带一

路”跨文化传播研究更应当呼唤价值观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回归，拓展“跨文化传

播”的研究问题与视域边界，促成物质交往与精神交往并重的文明对话。

五、总结
本文通过对中外“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进行全面地审视，提出了推进

中外学术对话、构建“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的核心命题。为此，学界需

谨慎且全面地审视现阶段双方从研究取向层面的表征错位到价值形态层面的深层错

位，并建立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真正的主体意识。换言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

播新语境研究应首先对现存的跨文化传播学术价值观进行“拨乱反正”，对“你”

与“我”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颠覆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文明演进假设，处理好精

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关系，致力于对相对宏观的、历时的、群体层面上的跨文化传

播实践及其与各种社会结构的互动、互建进行描述与分析，拓展研究的深度、广度

与视角。唯有此，方能呼应“一带一路”文化意涵中倡导的生活哲学与生存图景，

从对跨国传播的讨论完成对跨文化传播的转向，以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超越静态时

与空的跨学科演进，共同讲述有关新全球化时代的文明故事。

（责任编辑：窦书棋）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彼得·弗兰科潘（2015/2016）。《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邵旭东，孙芳译）（第

1版）。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156

国际新闻界  2022.11

晁娜娜，刘韵秋（2017）。公共关系理论视角下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传播研究。《城市地

理》，（6），266-267。

陈辉，陈力丹（2017）。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前沿热点：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图

谱分析。《国际新闻界》，39（7），58-89。

陈力丹（2015）。“一带一路”建设与跨文化传播。《对外传播》，（10），25-26。

陈文玲（2017）。“一带一路”建设开启新全球化伟大进程。《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8），6-16。

戴晓东（2011）。跨文化交际理论从欧洲中心到多中心演进探析。《学术研究》，（3），

137-146+160。

方彩琴（2015）。“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茶文化的国际传播。《农业考古》，（5），284-

287。

方真（2018）。“一带一路”倡议的世界历史意义。《特区实践与理论》，（2），76-81。

何艳萍（2018）。走出去更需走进去：区域文化外译传播途径优化探析。《东南传播》，

（3），52-54。

胡荪予（2018）。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山西农经》，（8），

3-5。

季羡林（1994）。印度眼科医术传入中国考。《国学研究》，（2），555-560。

李宝贵，刘家宁（2017）。“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

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48-155。

李希光（2016）。讲好“一带一路”新文明故事。《青年记者》，（28），22-23。

李修彤（2018）。“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像传播——以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为例。《今传媒》，（7），21-22。

李宇（2015）。新媒体环境下一带一路沿线文化传播模式研究。《新闻知识》，（7），

3-25。

梁虹（2017）。“一带一路”语境下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以《大唐玄奘》为例。

《中华文化论坛》，（3），61-64。

刘杰（2000）。马丁·布伯论“东方精神”的价值。《文史哲》，（6），34-40+125-126。

龙堃，郑林赟（2017）。“一带一路”战略下南亚地区中医药的传播与发展初探。《中医药

文化》，（1），52-56。

马丁·布伯（1923/1986）。《我与你》（陈维钢译）（第1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毛章清，郑学檬（2017）。8至14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跨文化传播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04），43-50。

沈骑（2015）。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战略转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研究论文



157

国际新闻界  2022.11

（哲学社会科学版）》，（5），9-13。

史安斌（2018）。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国际传播》，（5），1-5。

史安斌，盛阳（2020）。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

构。《当代传播》，（1），18-24。

苏婧（2018）。寻找一个完整而非碎片化的哈贝马斯——谈“公共领域”思想及其发展。

《新闻界》，（5），67-76。

苏婧（2020）。文化杂糅还是文明交流互鉴——再析“大医精诚”看前现代的跨文化传播。

《中医药文化》，（5），10-23。

王晓东，刘松（2002）。人类生存关系的诗意反思——论马丁·布伯的“我-你”哲学对近代

主体哲学的批判。《求是学刊》，（4），38-42。

王之延（2021）。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范式转移。《国际传播》，（5），24-33。

叶淑兰（2016）。关于“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创新的思考。《对外传播》，（4），45-

47。

张贻苒（2018）。影视短片与民族地区形象的跨文化传播：转策略、扩议题、微叙事。《出

版广角》，（9），73-75。

张语洋，周星（2015）。“一带一路”语境下“丝绸之路”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中国电

视》，（11），65-69。

赵永华，刘娟（2018）。文化认同视角下“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路径选择。《国际新闻

界》，40（12），67-82。

赵月枝（2017）。中国与全球传播：新地球村的想象。《国际传播》，（3），28-37。

周宁（2006）。《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庄恩平，陆婷婷（2016）。构建讲好中国故事的跨文化传播范式。《对外传播》，（10），

43-45。

Acheson, K., & Maule, C. (2006). Cultur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Ginsburgh, V. A., & Throsby, D.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 Volume1, 1stEdition (pp.1141-1182). 

Amsterdam, NL: North Holland.

Asante, M. K. (2007). Communicating Africa: Enabling centricity for intercultural engagement. China 

Media Research, 3(3). 70-75. 

Bellina, B. (2014). Maritime Silk Roads’ ornament industries: Socio-political practices and cultural 

transf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Cambridge Archaeological Journal, 24(3), 345-377.

Chen, G. M. (2009). Beyond the dichotom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4), 398-411.

Chen, G. M. (202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 

China Media Research, 17(1), 1-27.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158

国际新闻界  2022.11

Chen, G. M. & Starosta, W. J. (1996).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nthe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1), 353-383.

Couldry, N., & Hepp, A. (2013). Conceptualizing mediatization: Contexts, traditions, argu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23(3), 191-202.

Eom, G. H. (2017). Silk roads again: Revisiting roads connecting Eur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8(1), 1-2.

Fong, A. C. (2014). “Together they might make trouble”: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in Tang dynasty 

Guangzhou, 618-907 C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5(4), 475-492.

Hall E.T. (1976). Beyond Culture. New York, NY: Anchor Press/ Doubleday.

Hepp, A., Hjarvard, S., & Lundby, K. (2015). Mediatization: Theoriz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7(2), 314-324.

Hofstede, G. (1980). Culture’s Consequences: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Kim, Y. Y. (1991).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 systems-theoretical view. In Ting-

Toomey, S. E., & Korzenny, F. E. (Eds.). Cross-cultural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p. 259-

275). Newbury Park, CA: Sage.

Kim, Y. Y. (2008). Toward intercultural personhood: Globalization and a way of be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4), 359-368.

Levine, T. R., Park, H. S., & Kim, R. K. (2007). Some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for cross-

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3), 205-221.

Lysgaard, S. (1955). Adjustment in a foreign society: Norwegian fulbright grantees visiting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Bulletin, (7), 45-51.

Miike, Y. (2006). Non-Western theory in Western research? An Asiacentric agenda for Asian 

communication studies. The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6(1-2), 4-31.

Montalbano, K. A. (2015). Misunderstanding the Mongol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ree 

thirteenth-century Franciscan travel accounts. Information & Culture, 50(4), 588-610.

Nwankwo, R. L. (1979).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 critical review.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65(3), 324-334.

Praj, D., & Restrepo, J. C. (2017). The geo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form. Revista de Relaciones 

Internacionales, Estrategia y Seguridad, 12(1), 51-72.

Reeves, J. (2018). China’s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initiative: Network and influence formation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7(112), 502-518.

Shariatinia, M., & Azizi, H. (2017). Iran–China cooperation in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From 

研究论文



159

国际新闻界  2022.11

strategic understanding to operational understanding. China & World Economy, 25(5), 46-61.

Sylvain, R. (1996). Leo Frobenius. From “kulturkreis to kulturmorphologie”. Anthropos, 91(4/6), 483-

494.

Ting-Toomey, S. (2005). The matrix of face: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 Gudykunst, W.B. 

(Ed.). Theorizing 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71–92 ). Thousand Oaks, CA:Sage.

Vargas-Urpi, M. (2013). Coping with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in public service interpreting with 

Chinese immigrant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4), 340-360.

Waugh, D. C. (2010). The silk roads in history. Expedition, 52(3), 9-22.

Zhu, Y., & Bresnahan, M. J. (2018). Collective face, politeness strategies, and discomfort: 

Communication of American domestic students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7(2), 141-159.

对“一带一路”新语境下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设想


